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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僧龍藏牒的家世與財產問題 

羅彤華
*
 

 敦煌文書伯希和 3774 號吐蕃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龍藏牒，是一分家產分割的

訴訟文書。池田溫先生已對該文書作了全文移錄、斷句，以及簡單的註解與分析。
1

一般的家產分割，按唐〈戶令〉「應分」條，採取「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

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的原則，可是僧龍藏與大哥（堂兄）的爭訟，

似乎起因於龍藏的僧人身分，而大哥想藉此侵占原本屬於龍藏的財產。這份文書

是個訴狀，最後的判決結果並不清楚，然文書中透露出僧龍藏的家世，家庭財產

的性質與歸屬，還有就是同居家庭共財、私財的分畫問題。吐蕃時期僧人的地位

頗為特殊，蕃化政策下又企圖改變漢人的生活習慣，僧龍藏牒的家財使用與分配

方式，是否延續漢人傳統，或另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值得關注。 

一、 僧龍藏的家世 

僧龍藏未出家前本名齊周，牒中之陳述俱以齊周為名。伯伯雖然數度分割財

產，齊周與大兄仍然同居合活。齊周可能家世顯赫，是敦煌當地的大族。他的父

親是部落使，而齊周自己曾任將頭。吐蕃占領敦煌後，廢除鄉里制，改以部落制。

部落是吐蕃軍事部落聯盟制下的軍政組織，部落的長官稱為部落使或千戶長，位

在節兒、都督之下，其職責略同於唐朝的鄉官。
2
將是部落之下的基層組織，負

責人是將頭，其功能與唐朝的里正十分相似。
3
齊周父子在吐蕃統治期分別任部

落使與將頭，可見其在當地有不輕的份量，是吐蕃拉攏的對象。 

齊周家族不僅顯赫，而且財力相當雄厚，人脈也廣。其父任部落使時，至東

衙，即瓜州節度使府算會，
4
獲賞賜羊三十口及馬、牛、毯等物。經齊周放養十

年後成群，始雇專人牧飼，若干年後羊已滿三百口，牛驢等亦有數十頭。然丑年

盡被賊人打劫，牲口幾乎不存。齊周遂請知己親情幫助，再得羊百餘口，牛驢十

餘頭。其後，齊周又向親情知己借得牛八具種地。當時通行二牛抬扛犁，故一具

指一對牛。
5
齊周父子如果不是在地方頗有勢力與聲望，在被賊人打劫一空後，

還會有誰理睬他們？還會有誰如此熱情相助？牒中的知己親情或親情知己，想來

就是平日在官場上建立的人脈，以及長久以來與族親故舊累積的好交情。借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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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牛八具，如果按二牛或一具、一對牛自朝至晚所能耕種的一突地來計算，牛八

具當可耕八突地，換算成唐制為八十畝。
6
齊周曾估算伯伯私種地三十畝，年收

斛斗三十馱以上，也就是一畝約收一馱，或折為二十斗，
7
則齊周借得牛八具，

耕八突地，可收八十畝，約合一百六十斛穀物，齊周以收得麥一十七車做結，這

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齊周家的經濟力量不容小覷。 

齊周的經濟收益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借得牛具耕私家田外，還於官種田處

得 麥一十二車，並驅使官給手力種家中田，年得三十馱，三十年計突課九百馱。

突課不是交納給官府的突稅，齊周的將頭身分是不必納突稅的，此處的突課是地

租，是該手力交納給齊周的田課。這些土地無論是租佃與手力，或由手力分種，

實際的收成可能還要加倍於現有的突課。
8
 

齊周也從事其他的工商業活動，自己開酒店，出酒本造酒，扣除吃用外，年

得利麥一百三十石，以及相當於七十畝的勞動工資與柴十車。此外，齊周也經營

碾磑事業，他於酉年向絲綿部落租賃碾磑，加工磨製後的斛斗，分為外課、羅底

價、雜使支出、盈餘等幾個部分。外課是交給碾主的租費，亦即磑課。羅底價是

將加工好的糧食，依一定成數交給原糧主。
9
雜使是齊周用於買鏊或其他的支出。

盈餘的麥粟也有一百三十石之多。 

齊周是將頭，當戶得免差科，但他畢竟在吐蕃政權下任職，還是要承擔一些

差使。他被派往柔遠送糧，到瓜州送菓物，可是這些差使未必是純然地役務，他

送糧後迴得生熟鐵二百斤與車釧七隻，送菓物後似乎又得田麥收入。這些豐厚的

財利，除了政府給予的勞務對價外，主要可能還是齊周沿途貨賣的商業利益。他

不時以相當大的手筆，為家中添置釜鏊等日用品，及車乘等載具。齊周家的財力

與用物，已近豪奢，應非尋常百姓所能比。 

據學者的研究，沙州居民的受田率在三、四成之間，每戶的平均受田數約四

十餘畝。
10
中等地利的農田畝收粟在一石上下，農戶年收只約粟四十石。

11
這樣的

收穫遠遜於齊周家的田產收入，何況齊周家還有酒店與貨賣的商業利益，碾磑的

加工業利益，甚至別有來處，但未清楚交代的油樑利益。齊周家的富有，對應於

父子均在吐蕃政權下任職的顯赫地位，以及親情知己的廣闊人脈，推測他們是敦

煌當地的大族，應該不為過。 

莫高窟 144 窟供養人題記中有：「管內都判官任龍興寺上座龍藏修先代功德

永為供養」的記載。龍藏正是齊周出家後的法名，144 窟的窟主有可能就是齊周。

窟中列有亡父索留南、叔索留□（住）、亡兄索□□等的供養人像與題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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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母、妹、姑、伯母、姪等身的題名，看來這是索氏一族的家窟。龍藏出家前之

夫人是瓜州都督倉曹參軍康公之女，蓋為兩大望族的聯姻。
12
龍藏家族裡為僧為

尼的人很多，所處時代經歷閻朝與吐蕃激烈相爭之際，索氏族人既抗蕃，也為了

避禍，紛紛出家以求自保。往後在吐蕃統治時期，當局大力提倡佛教，寺院與僧

尼數快速增加，不少敦煌大族一方面擔任吐蕃官吏，另方面又通過宗教寺院來保

存自己的勢力，
13
龍藏之索氏家族似乎就是這樣的例子。 

龍藏牒中，齊周的大哥可能就參與抗蕃戰爭，還曾被捉拿。逃回後在家中潛

藏六個月，經齊周上下打點，方得不再被緝捕，可以隨意行走。到僉牟使算會，

查驗戶口時，又在齊周幫忙下，附在僧尼籍中。大兄的身分在龍藏牒另一處再度

被提及，稱大兄於蕃和之日，在齊周父腳下附作奴，至僉牟使算會，才析出為戶，

自此便擔負差稅身役。無論大哥處境如何變化，他曾抗蕃，曾入僧籍，是不會錯

的。至於齊周父子，雖然在吐蕃籠絡下任其官職，而齊周最後還是出家了，用消

極的方式遁入佛門，脫離俗世政權的控制。齊周家族在為僧為俗，出世入世間遊

走，正反映了當時許多敦煌大族的出處應對之道。 

二、 家庭財產的爭議 

龍藏牒其實是一份家產分割的訴狀，其中的爭議點有兩項，一是僧人可否分

得家產，另一是財物收支的歸屬。在僧人的財產權方面，本訴狀就起因於大哥見

齊周出家，便生別居之意，致使二人在分割什物及房室畜產上，頗有不同主張。

齊周宣稱「所有好者，先進大哥收檢」，齊周不與爭論，但又言「齊周所有運為

斛 ，及財物畜生車牛人口，請還齊周」，似乎齊周認為自己已盡可能的退讓，

大哥猶不罷手，故在自己設定的最低底線上，發出不平之鳴，希望當局能察明情

實，還他一個公道，將應屬於他的財分，判還給他。 

蕃化政策改變的是漢人的語言、服飾、裝扮等方面，似未觸及家產分割這部

分，所以齊周家的分產觀念，仍應延續唐人民間社會的均分原則。只是今因齊周

出家，遂與大哥在分產方式上有了歧見。大哥取外人之言，「妄說異端」，當指不

認為齊周為僧後有與其均等之財分。吐蕃僧人不必住寺，可與家人共同生活在一

起，這與中原寺僧不大相同。寺僧住家與家人均分財產的例子，在P.3744〈沙州

僧張月光分書〉中可見。據學者考證，該件文書的年代在 823 年一組貸麥契與

P.3394〈大中六年（852）沙州僧張月光父子回博契〉之間，
14
是吐蕃晚期的分產

文書。僧張月光與俗人弟日興、和子分產，並仰姻親鄰人為證，分書中有：「兄

弟三人，停分為定，餘之貲產，前代分擘俱訖，更無再論。」顯然僧人可與俗家

兄弟共分家業，不因其出家之身分而減損自己的利益。以此推證，齊周「狀稱欺

屈」，是不無道理的。 

再就齊周的大哥來說，他曾因抗蕃在家中潛藏六個月，直至僉牟使算會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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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豐公司，1994），頁 20、46。 
13 劉安志，〈唐朝吐蕃占領沙州時期的敦煌大族〉，《中國史研究》1997 年 3 期，頁 86-89。 
14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78。 



4 
 

機會附入僧籍。後又因僉牟使上，才析出為戶。值得注意的是，牒中言：「去丙

寅年（786），至昨午年（甲午，814）卅年間，伯伯私種田卅畝，年別收斛 卅

馱已上，并寄放合計一千馱，盡是大哥收掌。」吐蕃於午年（庚午，790）分部

落，僉牟使算會當在分部落之時或其後不久，也就是說齊周的大哥在僉牟使算會

後，有一段時間曾為僧人，其後又由僧轉俗，出為民戶。而這個身分轉折的年限，

恰好就在丙寅至甲午的三十年間，如果僧人無家產權利，大哥就至少要扣除為僧

期間的田產收入，不能三十年斛 盡由大哥收掌。反之，如果三十年田收盡入大

哥之手，那麼齊周的出家為僧，為何不能拿回自己的所有物？敦煌的許多僧人出

家後，在家中的經濟地位並未發生變化；僧人死後的遺產，其世俗家庭的成員可

以繼承其來自祖產的部分。
15
由此亦可證，其人在由俗轉僧時，確可得到俗家財

物，故在亡故後，俗家子弟亦可收回原本屬於家庭的財物。 

在實例上，我們看到僧人可以擁有俗家財物，而在法令上，是否有僧人財物

的相關規定，似還不能肯定。僧龍藏牒尾有一句話：「今更論財，似乖法式」，此

法式在名義上當為吐蕃制度，在實質上可能就承襲唐人的制度。齊周既要反駁大

哥手段，為自己爭取權利，當然不會引用於己不利的法條。但是僧人無俗家繼承

權的法條確實有可能出現，南宋《清明集》「僧歸俗承分」條引用：「諸誘引或抑

令同居親為童行、僧、道，規求財產者，杖一百，仍改正，贓重者坐贓論。」
16
這

是同居親為規求財產而誘、迫家人出家。其中隱含的意思是，出家者會喪失俗家

的財產權利，所以有人出此詭詐之策，也才有此禁令的產生。然而，宋代法條未

必行用於唐、蕃時期，何況法條如果與社會習慣牴觸，就很難落實。吾人從齊周

與大哥為僧時都不願放棄俗家財產權，便可體悟唐、蕃時期的法意走向。再者，

吐蕃的沙州僧人一如百姓要承擔稅役，
17
吐蕃政府是否會在僧人的國家義務與平

民相同的情況下，剝奪僧人的俗世權利，也成問題。我們雖然不知官府最終會如

何判決此案，不過從敦煌索氏大族的家產分割中，讓人注意到僧人財產權的爭

議。 

僧龍藏牒另個讓齊周憤憤不平的事，是有關財物收支的歸屬。在齊周所列收

支項目中，大哥的部分，凡支出皆由大家物納，凡收入並入大哥當房使用。支出

者如伯伯齋會的施物，大哥每年納的突稅，度女所買的度印，為宣子娶妻用的婦

財（聘財），及為宣子買官（所由印）所花的費用。收入者如大哥後妻衣物，伯

伯私種地三十年田收，嫁女所得婦財，甚至是齊周後母亡之衣物。齊周列出大哥

的收支明細，其實是要對照自己的收支歸屬，以說明自己是如何地為家庭盡心竭

力，以及如何地委曲求全。同樣是田產收入，齊周三十年突課盡在家中使用，而

不是如大哥將伯伯私種地田收納入私囊。同樣是婚嫁聘娶，大哥娶婦之聘財由大

家物出，嫁女所得之聘財則入大哥房，而齊周嫁女之所得，則竟入大家使用。同

樣是死者衣物，大哥不僅收拾後妻所有，連齊周後母的衣物也一起收用。至於伯

                                                      
15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頁 369-373。 
16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5〈戶婚門．爭業下〉「僧歸俗承分」，頁 138。 
17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頁 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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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的葬送追齋儀式，納贈物齊周尺寸不見，請僧施物盡由大家物給。其他由齊周

經營的多項生產所得，如開酒店之得利，送糧迴得物，種田麥買得物，看磑收得

麥粟，則皆納入家中共用，不入齊周私房。種種的不平蘊積在胸中，齊周皆隱忍

不發，直到他出家為僧分割家產時，所有的不滿才一併爆發出來。 

由齊周訴狀舉證的諸般事例，可以知道無論物項歸處適當與否，齊周家的家

產可分為家中共用與當房使用兩種。前者顯然是這個家的共財，後者則是私房財

產。牒中除了明白指出大哥一房外，齊周私房其實也隱含在其中，如齊周向親情

知己借得牛八具種地，收得麥一十七車，「齊周自持打」，似乎就是納入齊周私房。

只是牒中，齊周突顯自己的生產所得，幾乎皆納入家中共用，而家中的修造，卻

由齊周私房支出，以此對照大哥一房的收入歸己，支出由大家，二者的不公平，

及對家中貢獻度的天差地別，是極端明顯的。 

家中財物的歸屬，傳統上有原則性的規定，《禮記˙內則》：「子婦無私貨，

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司馬光《書儀》講得更清楚：「凡為

子婦者，毋得畜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

敢私假，不敢私與。」
18
然則齊周農工商各項生產所得，不入個人私房，交由大

家使用，似無不妥。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於子孫自置財產的歸屬，做了一個

劃時代的改變，詔曰：「應祖父母、父母服闕後，不以同居異居，非因祖父母財

及因官自置財產，不再論分之限。」
19
意即不是繼承祖父母的財物，以及因官所

得的薪俸，都不由諸房均分。其正面說法是，子孫自己賺得之私財與官俸，歸本

房所有，不入家中共用。景祐四年何以有此詔，當是民間社會對生產所得全部納

入共財，長久蓄積了一股不平之氣的結果。但在景祐詔未發布前，如傳統的認知，

齊周的生產所得應由大家共用。 

伯伯私種地及其收成，該由大哥收掌，或應入大家物內，可由兩方面論之。

唐代實施均田制，政府的授田雖然全家登錄在一個戶籍上，可是個人的分額仍清

楚明白，不會隨意混淆。依〈田令〉，不在收授之限的官、私永業田，皆應傳之

子孫；身死王事者身分之地，亦給其子孫。這是說父祖個人所得之地，各自傳之

子孫，這些土地不歸全家共有，而是個人私產。
20
再如賜田或勳田，由於是針對

特定人物、特定原因之授給，同樣應屬個人私產。故〈戶令〉「應分」條註云：「父

祖永業田及賜田亦均分。」
21
就限定父祖、子孫關係，不含家中旁系親屬，此亦

證明永業田等是私產，非共產。因此伯伯的私種田，只有大哥可以繼承，其他旁

系侄輩不能取得，故為大哥的特有財產。 

土地墾植是耗費人力的工作，牛、犁等農具亦非每個田主能買得起，所以就

                                                      
18 司馬光，《溫公書儀》（百部叢書集成），卷 4〈居家雜儀〉，頁 3。 
1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20 仁宗景祐四年正月乙未詔，頁 2820。 
20 這類田業，學者多認為屬於個人私產，如中田薰，〈唐宋時代の家族共產制〉，收入：中田薰，

《法制史論集》第 3 卷（東京：岩波書店，1943），頁 1345-1346；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 446；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 407。 
21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卷 9〈戶令〉「應分」條，

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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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個人擁有土地私產，也需全家合力共濟，共同耕種，如武德二年（619）旌表

宋興貴詔：「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顏真卿撰〈崔孝公

宅陋室銘記〉：「公年官雖高，至於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李紳〈聞

里謠效古歌〉：「兄鋤弟耨妻在機，夜犬不吠開蓬扉。」
22
無不是全家人為生計而

共同操作，齊心參與勞動。也正因為如此，土地收益，農作所得，應納入家庭財

產，是全家的共財，而非個人私產。僧龍藏牒中齊周的官種田處，及巳年所種，

以及官得手力供家中種田驅使，其收益盡在家中使用，當與耕種勞力出自家中有

絕大關係。 

牒中較可議的是伯伯私種田的年收，三十畝地恐非大哥一人能耕，如其借用

外人之力，而非家人之力助耕，或許大哥才有理由將私種田收歸入個人私產。類

似情形是齊周自親情知己借得牛八具種地，收得麥由齊周自持打，大概也是齊周

自持有。由上述各種情況之比較可知，同樣是農業收入，卻因勞動力或農具來源

之不同，而有各自相異的財產歸屬，這大概就是容易引起家中爭端的原因。 

妻家所得之財的屬性如何，〈戶令〉「應分」條有清楚規範：「妻家所得之財，

不在分限（妻雖亡沒，所有資財及奴婢，妻家並不得追理）。」
23
這是說妻的陪嫁

財產，既不得由夫家人分割，亦不得被妻家人追還，則其分別各與夫、妻兩家財

產無關，而成為夫家共財之外，夫這一房的特有財產。僧龍藏牒中，大哥後妻陰

二娘的衣物，正是妻家所得之財，由大哥一房收取，實無可挑剔之處。但齊周後

母的衣物，該由後母之子，或其異母兄弟（齊周父之諸子）共分，再怎麼也輪不

到大哥獨佔，則大哥恃強欺負齊周之狀，並非全無來由。 

子女婚嫁聘娶的費用，家中應有一致的處分方式。嫁女收自男方的聘財，如

歸本房所有，則家中諸房應一體適用，豈有大哥嫁女所得聘財入當房，而齊周嫁

女之聘財歸大家使用之理？至於為子娶婦所付出之聘財，當與嫁女所收聘財置於

同一來源，這樣為父者在收、授上才有衡平之感，家中之其他人在相同之婚娶情

境上也才無異辭。故宣子娶妻之財源如出自大家，就不能怪齊周質疑大哥嫁女所

得之聘財為何入當房？ 

僧龍藏牒充斥著齊周對家產分割上的不平與委屈，引爆點則在齊周出家，僧

人可否分得家產。齊周要求將所有財物還給齊周，這又引起財物歸屬上的爭議。

齊周生產所得一旦入於大家共用，在家產分割時他就不能如私房財產般地全部帶

走。而他與大哥對家中財物不同的貢獻度，以及分家時承受的相對剝削感，逼得

他提起訴訟。從前文的討論中得知，吐蕃僧人可以分得家產，甚至是可與諸兄弟

均分。可是齊周不能拿走全部生產所得，他只能在大家共財項下與大哥均分；而

大哥也不能搜羅淨盡，不與齊周應得之分。對於有爭議的個別項目，恐怕就只能

待法官依民間習慣來裁決了。 

三、 家產分配方式 

                                                      
22 《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卷 188〈孝友˙宋興貴傳〉，頁 4919；《全唐文》（北京：

中華書局，1983），卷 338，頁 3428；《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480，頁 5466。 
23 《唐令拾遺》卷 9〈戶令〉「應分」條，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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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龍藏牒中另個值得注意的課題是，財物歸屬分為家中共用與當房使用兩種。

如傳統的觀念，子婦無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

這意味著家中財物在父母指令下生活，子孫不可自專財產，沒有當房之私財。古

代的大家庭，常以累世不分家、同財共活而聞名，如西漢樊重家的「三世共財」，

東漢蔡邕家的「三世不分財」，
24
其特色都在共財。往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孝

義傳〉、〈節義傳〉所見，不僅同居世代更多，與共財相關的用語如「同財」、「同

爨」、「並共財產」、「並共衣食」、「外無異門、內無異煙」等，都顯示他們衣食與

共，沒有私財，吃大鍋飯，沒有小廚房。《兩唐書˙孝友傳》與《冊府元龜˙帝

王部˙旌表門》所列的唐朝數十家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率多為平民百姓，不都是

顯赫大族，說明無私財、無異爨的觀念已普及於民間各階層。由於這些家庭標榜

的是共財，子孫當房有私財的跡象並不明顯，故推測家庭財物在共財之外，公開

許可當房有私財的時機，不會太早。 

同居家庭裡，子孫藏私，不代表允許當房可有私財。但由藏私到許可有私財，

其轉折過程，大概出現在南北朝。《日知錄》〈分居〉條言及隋盧思道聘陳，嘲南

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
25
形容南人之異居。但其實這也表現南人

在共財之外，似已別有私財。因為既曰：「共甑」、「同鐺」，說明他們共用一個大

廚房；卻又云：「分炊」、「各煮」，豈非各自又私有小廚房？共廚就是共爨、共財，

私廚難掩私房、私財之意，想來南朝已不乏共財與私財公開並存的家庭型態，共

財、共廚供家中共用，私財、私廚則僅供當房使用。南人不避諱分炊、各煮，顯

示當房私財已公開，不需遮遮掩掩地藏私。反過來說，盧思道如此嘲諷南人，可

能他對共財中各有私財的情景頗不以為然，也或許北朝的人對公開擁有私財還不

太能認同。 

弘農楊氏代為北朝顯族，楊椿誡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

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26
楊椿兄弟的同盤而

食，固然是手足情深的表現，也透露出他們還是合食共爨的共財家庭。楊椿聽聞

其子孫有別齋獨食的情況，既是聽聞，又在一家之中，就表示事情未公開化，只

是子孫等私下的行為。然此等別齋獨食，源於當房藏私，現階段他們還不能將私

財公開化，但有朝一日，難保他們不會各房皆獨食，並將之浮上檯面，成為眾人

皆認可的行為。從楊椿子孫的別齋獨食，似乎預告了將來共財、私財有可能併存，

合爨亦或許向獨食轉化。 

如前文之討論，南北朝的家庭仍以共財為主，許可當房蓄私財大概最早出現

於南方，但北方大概會隨即跟進。不過唐代史料多強調「同居共財」，鮮少見到

共財、私財的分畫。而僧龍藏牒卻顯然將各項財物分別歸入家中共用或當房使用，

該牒在共財、私財上做了清楚區隔，當房私財不再是藏私，而是被公開承認的。

僧龍藏牒雖然是吐蕃時期的文書，在家庭生活與財物運用上，卻應是承襲唐代社

                                                      
24 《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卷 32〈樊宏傳〉，頁 1119；又，卷 60 下〈蔡邕傳〉，頁

1980。 
25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68），卷 13〈分居〉，頁 329。 
26 《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卷 58〈楊椿傳〉，頁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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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來。齊周家的財物歸屬，即使某些項目有爭議，某些部分也還不很確定，但

從其明確地指出入於家中共用，或入於當房使用，即可知這樣的財物規畫已相當

成熟，不似是方才新生，突然而有的制度，甚至可合理地推測，這樣的財物分畫

已流行於唐朝一段時日，只是在強調「同居共財」的氛圍下，當房私財被隱沒了，

甚至被刻意忽略掉。如果不是齊周與大哥有了財產糾紛，齊周詳細陳述各項財物

歸屬，大概也沒人會知道當房私財在家中財物的重要地位。故本牒在接續南北朝

私財初現，與填補唐代史料空缺上，意義重大。 

許可每房各有私財，不僅滿足人的擁有私欲，也可鼓勵人自主奮起，不成為

家中的寄生蟲。這種意念的逐步擴大，將使家庭中私財的分量逐漸增多，共財、

私財的比重產生微妙的變化，撫州金谿的陸氏義門，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南宋

朝廷旌表之詞曰：「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將二百年。」好似陸氏義門是只有

共財，同居合爨的家庭。然據羅大經描述其生活方式是：「公堂之田，僅足給一

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果，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27

則陸氏義門顯然不是全家合食，共財部分只提供家人飯食，其他蔬果或婢僕所需，

則由各房私財供給。各房如想要過更好的生活，就需各自努力。自仁宗景祐詔准

許子孫自置財產後，家庭許可有私財的比例，應該會快速增加，而各房私財的公

開化、普遍化，也應該有大幅進展。 

僧龍藏牒不是一份普通的家產分割訴狀，因為當事人是敦煌索氏大族，齊周

父子在吐蕃政權下任職，齊周出家後也還是僧官。這樣的特殊身分在分產時，齊

周仍感到諸多不平與委屈，除了大哥可能也是很有來頭，足以與之相抗之外，齊

周的僧人身分或許成為大哥欲獨占家產的藉口。雖然實證案例顯示，吐蕃僧人可

以繼承家產，可以與諸兄弟均分，但齊周家的財物何者該歸入家中共用，何者可

入於當房使用，似乎尚未有定論，或尚未得到共識，這自然會影響家產分割時的

分額。齊周在訴狀中花了偌大心力，縷述財物項目的歸屬，就是想釐清自己的貢

獻度與分割的基準，以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不過也由於齊周家財物的區分法，

是唐以前史料所罕見，卻可以連繫上宋以後的全家共財、各房私財之別，故本牒

在認識家庭財產的分疏上，極有價值。 

 

 

                                                      
27 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丙編，卷之五〈陸氏義門〉，

頁 323。 


